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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海拔4000 m区域人类活动的新证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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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青藏高原早期人类活动对于研究人类对极端环境响应与适应至关重要，4000 m海拔区

域是人类向高原腹地迁移与扩散的关键。下大武1号遗址（XDW1）发现了11290±69 cal. a BP

人类活动遗留的灰烬层，及其年代主要集中在11.2 cal. ka BP的细石叶、石片等石制品，是目前

青藏高原4000 m海拔区域发现的最早的人类活动证据之一，说明在全新世伊始，人类就已经登

上了海拔4000 m的青藏高原主体。据此推测人类在高原东北部扩张的时空演变过程，末次冰

消期人类在海拔3000~4000 m高原东北缘青海湖盆地、共和盆地等区域活动，全新世初期扩张至

4000 m海拔高原主体，全新世大暖期向高原腹地深入；上述3个人类活动阶段与末次冰消期环境

的改善、全新世伊始的气候迅速转暖和全新世暖期盛期的到来等重大气候变化阶段密切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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青藏高原低温干燥、缺氧、紫外线强等极端环境，导致人类对其的适应有其特殊

性。最近研究表明人类早在晚更新世末期的12.8-11.5 cal. ka BP已经在海拔4400 m的南

美洲Peruvian Andes活动[1]，人类向青藏高原的扩张也引起广泛注意[2]。从20世纪50年代

起，在青海可可西里、昆仑山北麓三叉口、乌拉湖和柴达木盆地的冷湖、小柴旦湖畔，

西藏的定日县的苏热、吉隆县仲嘎乡的哈东淌和却得淌、藏北申扎县的珠洛勒、班戈县

的各听、阿里地区日土县的扎布、多格则等地点发现有旧石器晚期特征的石器[3-4]，据此

推测旧石器时代晚期人类已经在高原活动；但是由于这些石器多采自地表，缺乏地层堆

积，难以对其科学定年；另外打制石器使用的年代非常宽泛，再加之高原考古文化石器

表现出与内地相近特征，但时代普遍较晚[3]；仅根据石器类型学和地质地貌进行断代或者

推测年代，存在较大不确定性。例如小柴旦湖地点石器与华北晚更新世晚期旧石器特征

较为一致，结合湖泊演化、地貌证据，推测该石器地点年代约为30 ka BP [5]，但利用光释

光法对其测年，年代在9.2 ka [6]。因此，目前虽然在青藏高原发现的旧石器及细石器地点

已达100多处，但绝大部分石器地点年代仍难以确定，海拔4000 m以上少数进行科学定

年的遗存，包括野牛沟[7]、西大滩[8]、参雄尕塑[9]，其年代均落在8-6 cal. ka BP，据此推

测4000 m高原上细石器遗存在全新世早中期[8]。

近些年在高原东北缘3000 m海拔地区发现了一些属于晚更新世末期，具有临时性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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季节性狩猎活动的人类活动遗存，包括江西沟、黑马河、娄拉水库、晏台东等[10-14]，这些遗
存年代大都在晚更新世的 15-11.5 cal. ka BP，是目前可以确定的高原较早的人类活动，
另外高原东北缘目前发现的材料相对较多，故本文选取高原东北缘揭示人类活动在此向
高海拔扩张的历程，当然不排除高原西部存在较早人类活动[15]。青藏高原平均海拔4000 m，
人类向高原扩张中，如果适应了海拔 4000 m区域，意味着人类可以适应青藏高原的主
体，因此，4000 m海拔是人类扩张高原的关键一环，尤其是高原东北缘，而本文所述的下
大武遗存正是在这重要区域[12, 16]，故通过该遗存的发现来探讨人类征服青藏高原的历程。

1 研究区简介

青海省东南部的果洛州平均海拔 4200 m （图 1），高寒缺氧，年均气温-4 ℃，年均
降水量400~700 mm，全年无绝对无霜期。地形西北高，为较平缓的高原面；东南低，多
高山与沟谷；巴颜喀拉山绵亘南部，阿尼玛卿山逶迤境北。境内河流较多，黄河几乎贯
穿全境，有鄂陵湖、扎陵湖和冬给措纳等众多湖泊，植被类型以高山草甸为主，有少量
的天然林地和耕地；全州主要居民为藏族，以畜牧业为主。玛沁县下大武乡，地处发育
有现代冰川的阿尼玛卿主峰（6282 m）西麓，这里年均气温在-4 ℃以下，年均降水量

1. 下王家（17417±574 cal. a BP）[17]；2. 沙隆卡（8320±73 cal. a BP）[18]；3. 拉乙亥（7600±143 cal. a BP）[19]；

4. 江西沟1号（14560±346 cal. a BP）[20]；5. 黑马河（13020±80 cal. a BP）[21]；6. 下大武（11289±69 cal. a BP，本文）；

7. 冬给措纳湖诸遗址[13]；8. 小柴达旦湖（9.2±0.9 ka）[6]；9. 野牛沟（7675±40 cal. a BP）[7]；

10. 西大滩（8.2-6.4 ka）[8]；11. 参雄尕塑（8091±77 cal. a BP）[9]。

图1 青藏高原东北缘旧石器—细石器遗址
Fig. 1 Overview map of paleolithic-microlith relics in the marginal regions in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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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2.9 mm，多集中在 5-9 月份，属于高原亚寒带半湿润气候，全年盛行西北风和东北
风，春季风最大；高山草甸植被，野生动物资源丰富，栖息有原羚、马鹿、麝、岩羊、
棕熊、野驴、猞猁、盘羊、雪豹、蓝马鸡和藏雪鸡等。

下大武遗存（简称XDW1）位于阿尼玛卿雪山西南麓，地理位置 35º0′7"N，99º15′
38"E，海拔3988 m；XDW1处在黄河二级支流清水河西岸的阶地上（图2），阶地高出河
床约15 m，阶地面宽30~150 m，阶地中部为下大武乡，遗迹在阶地南部。阶地堆积物具
有明显的二元结构，上部约3 m为风成黄土状堆积物，3 m以下为砾石层。

2 剖面与研究方法

XDW1剖面呈东西向，深度约104 cm，分为三层：0~20 cm为表土层，受现代人类
活动和地表植被影响较大，棕灰色，质地较为疏松，呈团粒状，含有较多的植物根茎；
20~103 cm为粉砂状黄土层，浅黄色，质地较为紧密，上下均一，无水平层理，该层出
土有细石叶、石片、刮削器、动物碎骨等人类活动遗存；103 cm为黑色灰烬层，该层有
明显的火烧痕迹，伴有一些经过火烧的6~10 cm大小不等的石块、火烧土及炭屑，其下
有不到1 cm厚的黄土层，黄土层下为河流阶地砾石层。

在XDW1选取 1.0 m×0.5 m的样方，去除地表以下 20 cm的表土层，以 10 cm为间
隔，获取20~104 cm深的各层土样进行湿法筛选，并从上述8层中搜集筛选出的细石器、
动物碎骨和炭屑（表 1）。在剖面西端地层以 2 cm为间隔采集粒度分析土样。将从地层
50~60 cm、 60~70 cm、 80~90 cm、
88 cm和103 cm处获取的炭屑，送至
北京大学第四纪年代测定实验室进行
AMS14C 年代测定，用 TM 3000 台式
显微镜分析灰烬层残留物影像。

3 结果

3.1 年代
AMS14C年代采用Calib 6.1.0程序[20]校正为日历年（2 sigma权重平均日历年）。结果

表明（表1）：4个炭屑中一个样品年代（XDW1-5）可能受到后期污染，或者炭屑随沉积

图2 下大武1号位置及剖面
Fig. 2 The location of section XDW1 and its lithology

表1 XDW1剖面的年代
Tab. 1 List of AMS radiocarbon ages from section XDW1

样品号

XDW1-2

XDW1-5

XDW1-7

XDW1-6

测年
编号

BA131369

BA131371

BA131373

BA131372

深度
(cm)

50~60

88

80~90

103

测试
物质

炭屑

炭屑

炭屑

炭屑

AMS14C年
代(a BP)

9695±40

8950±35

9885±35

9875±40

校正年代 (cal. a
BP)2 Sigma

11146±74

10079±63

11285±73

1129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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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空隙下移，有所偏离之外，其他3个年代较为一致，均集中在11.2 cal. ka BP前后，也
就是说该黄土地层为全新世早期沉积物。
3.2 沉积物性质

XDW1 剖面沉积物在地表深度 20~104 cm 的粒度较为一致，平均粒径在 5.302~
5.734Φ，分选较好，分选系数1.716~1.988，偏度0.289~0.445，峰度0.837~0.968，沉积物
中颗粒主要集中在粉砂粒级，4.00~63.00 μm粒径占60.64%~71.74%。从地层深度20 cm、
40 cm、70 cm和 100 cm的沉积物粒度频率曲线看（图 3），四条沉积物频率曲线最高峰
均出现在粒径 50~60 μm，分布较为集中，因此，XDW1剖面沉积物总体表现出粒度较
细，分选好的风成沉积特征，鉴于其粒径组分中粗粉砂含量最高、极细砂次之，符合风
成沉积物特征，故将其归为风成砂质黄土。另外，从XDW1剖面沉积的地貌部位来看，
沉积在清水河阶地上，阶地高出河床十多米，且在整个黄土剖面中未夹杂砾石等其他侵
入体，剖面自上而下颜色、质地等特征表现极为均一，表明该剖面受地表片流影响相对
较弱，因此，XDW1剖面属于典型的原生的、未经二次搬运或改造的风成沉积物。
3.3 人类遗存—细石器与灰烬层

在XDW1剖面中出土有一定数量的细石器（表2，图4），在距地表20~80 cm地层中
发现有3件细石叶、42件石片，51件打制石器中剥离的碎石块；这些石制品主要以黑色
燧石、黑色石英砂岩为原料；这些细石器以小石片为主，多采用锤击法打片；第二次修
理不普遍，多由劈裂面向背面加工，石叶制作为间接压剥法，XDW1细石器与青海其他
地区和藏北地区细石器技术基本一致[3, 13]。由于XDW1剖面属于典型的原生风成沉积物，
沉积物中的石制品属于史前人类活动遗留的原生堆积，未经二次搬运或改造，因此地层
炭屑年代即为当时人类活动年代。

在剖面103 cm深度发现有呈水平分布的灰烬层，从揭露面积看为半径约1 m的不规
则圆状，灰烬层含有较多的炭屑，大者直径1 cm多，而剖面中其他层位炭屑颗粒少而小
（直径多在 5 mm 以下）。地层中仅在该处发现灰烬层，周围其他地点暴露的同层位未
见。通过对灰烬层样品扫描电镜影像分析（图 5），发现该层残留物有明显火焰焚烧痕
迹，残留物图像显示有火烧后木材的纹理，并发现有火烧后灰烬的集结和结块，证明该

图3 XDW1剖面沉积物粒度参数变化曲线
Fig. 3 Grain size parameters of sediments in section XDW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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层为利用木材燃烧后留下的灰烬层。由于
灰烬层分布面积集中（如果是自然野火事
件，则表现为区域性的，分布面积较广），
并伴有颗粒较大的炭屑及火烧石，再加之
剖面中出土细石器，推测该灰烬层与人类
用火有关。对灰烬层中采集的较大炭屑
（BA 131372） 测年，其结果为 11290 ± 69
cal. a BP，因此，这应该是XDW1最早人类
活动的年代。

4 讨论

目前公开发表有测年的青藏高原旧石
器—细石器遗址56个14 C年代（包括青海
湖畔的江西沟[10]、黑马河[10]、晏台东[14]、铜线[14]，黄河流域的下王家[17]、沙隆卡[18]、拉乙亥[19]、
Yangquxi[2]、昆仑山的野牛沟[7]、通天河河畔的参雄尕塑[9]，青藏高原—塔里木盆地交接带
的Yangchang site[21]）和8个光释光年代（包括拉萨河谷的Quesang[22]、昆仑山的西大滩[8]、
青海湖畔的江西沟[2]、柴达木盆地的小柴旦湖[6]）（图6）。其中Quesang的年代存在争议，
本文不予讨论，从其他10余处地点的63个年代来看，本文的下大武地点是迄今青藏高原
海拔4000 m左右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它表明早在全新世伊始的11.2 cal. ka BP人类已
经在海拔4000 m的青藏高原主体与腹地活动。

青藏高原东北缘及其毗邻地区石器遗址中年代较老的当属甘肃东乡下王家遗址（海
拔 1825 m）（图 1），年代为 17 cal. ka BP [17]，属于末次冰盛期（Last Glacial Maximum,
LGM），与冰期严酷的气候相适应，黄土高原黄土堆积，属于温带草原景观[23]。温带草原

注：a、c：细石叶断片；b、d、e：石片；f、g：刮削器。

图4 XDW1剖面中发现的石制品
Fig. 4 The photos of stoneworks in section XDW1

表2 XDW1剖面的石制品
Tab. 2 List of stoneworks in section XDW1

层位(cm)

20~30

30~40

40~50

50~60

60~70

70~80

80~90

90~100

石器数量(件)

细石叶

1

2

石片

6

7

7

7

7

5

刮削器

1

1

2

其他

25

21

3

1

典型石器

总计

7

8

7

34

29

7

3

1

编号

XDW1-a

XDW1-b

XDW1-d

XDW1-c

XW1-e

XW1-f

XW1-g

描述

细石叶，长29 mm，宽6 mm，硅质灰岩，横断
面为等腰三角形，一面为劈裂面，另一面中部
有凸脊，刃部有使用痕迹，尖尾端内卷

石片，长30 mm，宽15 mm，硅质灰岩

石片，长20 mm，宽9 mm，最厚处6 mm，燧
石，一侧双面加工，形成多个锋利的刃脊，顶
部刃有使用疤痕，底部横截面为三角形断面

细石叶断片，长8 mm，宽6 mm，硅质灰岩，
横断面呈三角形，刃部有使用痕迹

石片，呈薄片状，长23 mm，宽20 mm，最厚
处4 mm，硅质灰岩

刮削器，薄片状，长17 mm，宽13 mm，厚2
mm，燧石，两刃部锋利

石片，长23 mm，宽12 mm，燧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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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支撑狩猎采集经济，在甘肃庄浪县苏苗塬头也发现了LGM（24-18 cal. ka BP）的人
类遗存[24]，说明LGM虽然气候寒冷，但在黄土高原仍有人类活动。其时青藏高原气温较
今低6~9 ℃，年均降水50~200 mm，高原西部降水低于50 mm；高原东北缘多年冻土下
限较现代低 1200~1400 m，高原多年冻土分布范围比现在大 40%左右，高原上大部分湖
泊萎缩，甚至出现原生石盐沉积，柴达木与共和盆地沙丘广布，植被以荒漠草原为主[25]，
严酷的自然环境应极大的限制了人类在高原的活动。

进入末次冰消期（16-11.5 cal. ka BP）青藏高原自然环境有较大改善，古里雅冰芯
记录显示（图7）：16 cal. ka BP青藏高原开始升温，在13.97 cal. ka BP达到极值，大致
与欧洲的Bolling/Allerod暖事件（B/A事件）相当[26]。青海湖区在14.1cal. ka BP孢粉总浓
度提高，植被由LGM时期的荒漠草原演变为疏林草原，麻黄含量下降，乔木植被主要有
冷杉、云杉，零星出现桦，反映出该时段湖区植被状况较好[27]。整个高原以高寒草原—
高寒草甸为主取代了LGM荒漠草原的植被面貌。地表因草原覆被使得黄土沉积变得可
能，在青海湖盆地、柴达木盆地东缘均发现了此时期的风成黄土沉积[28]。另外，高原东北
缘古土壤发育期主要集中在末次冰消期和全新世大暖期[29]，冰消期古土壤主要发育在青

图5 灰烬层扫描电镜影像
Fig.5 The photos of ash layer in section XDW1 by scanning electron microscope (SEM)

图6 青藏高原及毗邻地区旧石器—细石器遗存年代与海拔
Fig. 6 The ages and altitudes of paleolithic-microlithic relics in Tibetan Plateau and its adjacent are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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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湖、共和盆地和祁连山东段；土壤类型为栗钙土，古土壤的出现指示了较温暖湿润的
气候环境。在相对温暖湿润的环境条件下，人类活动出现在海拔3200 m的青海湖盆地，
江西沟、黑马河和娄拉水库等为该时期的人类活动遗存，说明末次冰消期气候改善，植
被恢复，已可满足人类在3000 m左右的高原东北缘狩猎活动。

11.5 cal. ka BP进入全新世，初期高原的气温与降水已经升至与现今相当[30]。董歌洞
石笋记录显示，全新世之初，亚洲季风就迅速增强[31]，冬给措纳湖TOC含量在全新世早
期达到较大值，反映湖区生产力大大提高，古里雅冰芯氧同位素值也达到全新世的极大
值；森林上限不断向高原腹地及高海拔地区延伸，以距下大武东南250 km的年宝玉则山
（3300~4500 m）为例，全新世伊始，先锋灌木沿河谷发育，10.6-9.8 cal. ka BP 针叶树
（云杉、冷杉等）和阔叶（桦）开始扩张[32]。气温是青藏高原冰川活动的重要因素[33]，位
于青藏高原东南部的Queer shan的冰川活动主要集中在LGM、晚全新世和小冰期，不见
全新世早期冰川活动，可以推测全新世早期，随着气温迅速升高，阿尼玛卿山区冰川迅
速退缩，冰川融水的径流急剧增加，河流可能迅速下切，形成清水河河流阶地，砾石层
之上堆积了全新世以来的黄土沉积。而人类就是在气温迅速升高、降水急剧增加，灌木
开始蔓延，冰川退缩，径流增加的全新世伊始登上海拔4000 m的高原。很显然XDW1全
新世伊始的人类活动应与环境事件紧密相关，全新世早期迅速改善的环境可能的驱动了
人类向4000 m高原扩张。

图7 末次冰消期—全新世环境演变记录
Fig. 7 The environmental evolution records from the Last Deglaciation to Holecen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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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cal. ka BP，年宝玉则森林植被进一步增长，标志高原进入全新世大暖期（8.3-
5.9 cal. ka BP)，暖期盛期出现在7.6-7.0 cal. ka BP [32]，当时青藏高原气温高出现2~3 ℃ [34]；
降水量也较现代高，沉错湖区降水较现代高100 mm [35]，Yidun湖高出现代100~120 mm[30]，
现今为高寒荒漠的羌塘高原及可可西里地区，在暖期盛期也发育了高山草甸[36]。全新世
大暖期优越的自然条件，使得高原腹地也适宜细石器狩猎者的生存，因此在高原腹地通
天河发现了8.1 cal. a BP（参雄尕塑）、昆仑山口发现了7.6 cal. a BP（野牛沟）等人类遗
存，甚至在现今无人区的可可西里也有不少细石器的遗存，推测应该是全新世大暖期盛
期时的产物。在青藏高原与塔里木盆地交接地带的昆仑山北麓克里雅河出山口，也发现
7.6-7.0 cal. ka BP细石器遗存[21]。

因此，人类向青藏高原扩张历程大致明了：LGM已有人类在海拔 3000 m以下的黄
土高原活动，末次冰消期的15-13 cal. ka BP人类在海拔3000 m的高原东北缘青海湖、共
和盆地等活动，全新世早期人类便扩张至海拔4000 m的青藏高原主体，全新世大暖期盛
期人类活动进一步向高原腹地深入。不难发现，从末次冰消期开始，人类活动逐渐从低
海拔向高海拔，从东向西，从高原边缘向腹地不断扩张，在全新世暖期盛期人类活动的
足迹已深入高原腹地。XDW1是目前青藏高原海拔4000 m区域发现最早的人类活动遗存
之一，其恰好处在青藏高原海拔4000 m主体的边缘，是3000 m向4000 m区域过渡及深
入高原腹地的重要地带，也是人类向高原内部扩张的关键一环。

5 结论

XDW1号剖面属于典型的风成黄土沉积，时间为全新世早期，年代主要集中在11.2
cal. ka BP。在地层103 cm处发现有人类活动遗留的灰烬层，并伴有细石叶、石片等石制
品，灰烬层年代为11290±69 cal. a BP，这是目前青藏高原海拔4000 m区域发现的最早的
人类活动证据之一，同时探讨了人类在青藏高原东北缘扩张的扩张历程，即末次冰消期
人类开始在高原东北缘海拔 3000 m 左右的区域活动，全新世初期即已登上 4000 m 主
体，全新世大暖期向高原腹地进一步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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New evidence of human activities at an altitude of 4000 meters
area of Qinghai-Tibet Plateau

HOU Guangliang1, CAO Guangchao1, E Chongyi1, REN Xiaoyan2,
Wuennemann B3, LI Fan1

(1. Key Laboratory of Physical Geography and Environmental Processes of Qinghai Province, Qinghai Normal

University, Xining 810008, China; 2. Qinghai Provincial Institute of Cultural Relics and Archaeology, Xining

810007, China; 3. School of Geographic and Oceanographic Sciences,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93,China)

Abstract: Human activities during the early stage in Tibetan Plateau are crucial to improve the
knowledge about how human beings react and respond to extreme environmental conditions,
especially those in the area with elevation > 4000 m asl, which is considered as the key of the
migration and diffusion of human from plain to hinterland. Ash layer dated as 11290±69 cal. a
BP and stoneworks such as micro-blade and fine flake mainly occurring at ca.11.2 cal ka BP
were found in the archaeological site XDW1, which can be considered as the first evidence to
show the human activities above 4000 m asl in the Tibetan Plateau. This study indicates that
human beings have migrated to hinterland in the early Holocene, and evaluated the spacial and
temporary population diffusion patterns in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u: (1) human beings
dominated the marginal regions with 3000-4000 m asl in northeastern Tibetan Platean, such as
Qinghai Lake Basin and Gonghe Basin during the Last Deglaciation. (2) They expanded to the
regions above 4000 m asl during the Early Holocene. (3) People diffused toward hinterland
with higher elevation during the 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 The three stages of human
migration and diffusion in the Tibetan Plateau are closely related to the improving climate
conditions from the Last Deglaciation until the Holocene Climatic Optimum.
Keywords: early Holocene; Qinghai-Tibet Plateau; human a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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